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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司马迁依经论赋看汉代经学文论形态

刘朝谦 付 肖 宛

摘 要 ： 中 国 古代 文论在 汉代 随 经 学 创 起 而 有 经 学 文论 ， 经 学

文论在 汉代 的 一个典 型形 态就 是
“

依经论赋
”

之经 学 赋论 。 所 谓 经

学赋论指人们 站 在 经 学 的 立 场 ， 用 经 学 的尺度绳律赋 文 学 活 动 。 汉

初经 学 尚未创 起之 时 ， 淮 南 王 已 经
“

依儒 说赋
”

， 用 儒 家 《诗 》 教法

则 和 旨 趣来要 求赋 、 评 价赋 ， 强 调 赋 文 活 动 应 受 儒 家 《 诗 》 教 之 宰

制 。 司 马 迁在经 学 创 起 之 后 ， 搬 用 刘 安 的 说赋语 言 建 构 自 己 的 经 学

赋论 ， 司 马 迁 的 经 学 赋论之经 学 色 彩 虽 然 不 如 扬 雄 的 那样 纯 粹 ， 但

他依经论赋 的 话语 却 被 后 来 的 赋 学 当 作说赋 的 基 础 和 根据 ， 固 化 了

中 国 古代赋 学 的 方 向 与 路径 ， 导 致 人 们 不 再从赋 文 学 本 身 进入赋 的

理论 思考 与 批评 ， 不再对赋学本位之路给 予 关 注 。

关键词 ： 司马迁 依儒说赋 依经论赋 经学赋论

经学文论 ， 或可说成是经学文学理论 ， 指经学创起之后 ， 经学

对文学的谈论 ， 从内容上讲 ， 经学文论首先是经学经典中关于文学

的谈论 ， 《 尚书 ？ 尧典 》 中 的
“

诗言志
”

， 《论语 》 中所说
“

乐而不

淫 ， 哀而不伤
”

等 ， 就是这类经学文论的典型例子 。 其次 ， 经学家

的释经文字用于阐释经学文论时 ， 总有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， 总有

经典文字原义的溢 出 ， 已经是与经学文论有 区别的 了 ， 但是 ， 由 于

经学家释经的动机 、 立场和 目 的都是经学的 ， 因此 ， 它也是经学文

论的一种特殊形态 。 《诗大序 》 在
“

诗言志
”

的基础之上 ， 说
“

诗

者 ， 志之所之也 ， 在心为志 ， 发言为诗
”

， 等于是把 《尧典 》 未展开

的命题给予了展开 ， 也是经学家对经学经典的一种理解 。 但经展开

的释经文字 ， 显然不完全等同于
“

诗言志
”

三个字了 。 因为 ，

“

诗言

志
”

三字本蕴含多种可能 。 人们动用经学文论谈说经学经典 ， 会涉

及文学之外的内容 ， 且谈说的动机和 目 的是让言说对象经学化 ， 这

是经学文论的一种特殊形态 。 汉代人在谈论新兴的赋文学时 ， 喜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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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经学的诗乐话语 ， 从而形成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汉代文论话语模式 ， 这一文论

话语模式本身 ， 以及这一话语模式所产生 的文学理论 ， 本质上是经学文论 。

在谈论者的主观意识中 ， 他们的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目 的是实现经学文论对一切文

学的宰制 。 司 马迁评论辞赋时使用 的正是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方法 ， 由 此产生的

赋文学论评 ， 本质上应属经学文论 。

中 国经学文论主动走 出经学圈子 ， 去诠释审美的文学 ， 期望让诠释对象

经学化 ， 此过程始于汉代经学家对赋文学的深度介入 。 从董仲舒有 《士不遇

赋 》 开始 ， 两汉立身经学的大师 中不乏 同时写赋的人 ，

一些经学家甚至也是

创作赋文学的大家 ， 像马融 、 扬雄 、 班固等便是其中 的代表 。 经学家除 了 主

动地成为赋这一新文学的创作主体 ， 同时也把赋文学活动和现象视为经学必

须面对的新现象 ， 因而努力尝试用经学的话语逻辑去讨论 、 理解和诠释赋文

学 ， 从经学的角度讨论和判断赋文学的功能 、 价值 。 经学家所做的这些工作

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理论 、 新批评 ， 我们在此不妨把它们称为汉代的

赋文学理论和赋文学批评 。

汉代赋文学理论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话语模式 ， 始作俑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

安 ， 但最早将之较充分地展开 ， 具体化为对赋文学活动 的基本介人路径的人

则是司马迁 。

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人从经学的立场 、 角度诠释赋文学 ， 由其产生的

赋论是独立于经学的文学理论 ， 还是经学在新的历史语境 中 ， 因应历史变化

而衍生 出来的新的形态呢 ？

我们认为 ， 汉代立足于经学产生的赋论 ， 本质上应该是经学文论的一种

新理论形态 。 下文详述理由 。

第一 ， 赋文学活动 、 赋文学现象在贾谊发现屈原之前 。 依王逸在 《楚辞

章句序 》 里的说法 ， 屈原死后的很长时间里 ， 屈原和他的赋文只为楚人所知 。

让屈原不再只是楚地文学家 ， 让屈原的赋文不再只是楚地的地方文学 ， 要归

功于一个人 ， 他就是 中 国 的北方才子贾谊 。 贾谊政治失意 ， 被贬到南方 ， 在

楚地始知百年之前 ， 楚 国有屈原这位伟大的辞赋作家 ， 始知屈原在现实政治

生活中遭遇种种不幸 ， 始知屈原所写作的 《离骚 》 等辞赋美文 。 贾谊在经历

最初的震惊之后 ， 继而动手摹写屈赋 。 贾谊在后来又将屈原其人其文传播到

北方 ， 导致汉代人立刻掀起了评价屈原其人 、 摹写屈赋其文的狂潮 。

？ 汉赋文

学在此基础之上汹涌而起 ， 速度快到汉代人还来不及在理论方面做好准备 ，

① 司马迁写 《史记 》 ， 把屈原和贾谊合传 ， 应该是司马迁已经感知到贾谊是将屈原其人其文天下

化和文人化的第
一

人 。 贾谊所做的工作 ， 同时也是汉代骚体賦的创始工作 ， 在骚体陚的语境里 ， 楚辞

同赋有着历史的亲缘关系 。 正是因为这
一

关系 ， 自班固起 ， 人们才会情不自禁地把屈原称为赋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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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就已经被驱迫着面对骚赋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现象 ， 被驱迫着对之做出

阐释了 。 当他们想要对辞赋这个十足陌生之物说点什么 的时候 ， 却发现能用

的只是 自 己熟悉的经学话语或礼乐话语 。 也就是说 ， 历史给了汉代人一个崭

新的文学现象 ， 却没有给汉代人言说此文学现象的新的理论话语 。 思考新文

学活动 、 新文学现象 ， 从而产生新的思想 、 理论 ， 是需要时间 的 ， 历史显然

没有给刘安 、 司马迁预留时间 。 这样一来 ， 汉代人第一次想到要言说辞赋文

学活动与现象之时 ， 就只能习惯性地借用 自 己在 以往的岁 月 里习得的 旧言语 。

这样的旧言语必须是刘安 、 司马迁这样的汉代人熟悉的 ， 而且还必须是与文

学辞赋天生有着亲缘关系 因而可 以被借用 的 。 经学 中 的诗学话语刚好符合条

件 ， 所以 ， 被刘安 、 司马迁借过来言说赋文学 。

第二 ， 汉代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言说路数源于汉代人的
“

依儒说赋
”

，

“

依儒

说赋
”

话语之出现又与政治考量相关。 司 马迁在 《史记 ？ 屈原贾生列传 》 中

说 《离骚 》 犹如
“

《 国风 》 好色而不淫 ， 《小雅 》 怨诽而不乱
”

。 这句话其实是

刘安说的 。 据班固 ：

淮 南王安叙 《 离骚传 》 ，
以 《 国 风 》 好 色 而 不 淫 ， 《 小雅 》 怨诽 而 不

乱 ， 若 《 离骚 》 者可谓兼之 。 蝉蜕浊 秽之 中 ， 浮游 尘埃之外 ， 皭 然 泥 而

不 滓 。 推此志 ， 虽 与 日 月 争光可也 。

①

也就是说 ， 《史记 ？ 屈原贾生列传 》 里评论屈原其人其文的文字 ， 应当被

视为刘安与司马迁二人的共同观点 。 但刘安主要是
“

依儒说赋
”

， 而司 马迁虽

多用刘安的文句 ， 他 自 己却主要是在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毕竟司 马迁是经学时代创

起的经历者 、 见证人 ， 他以经学时代创立者之一董仲舒为师 ， 他的思想 的一

大构成内容即是六经 。

司马迁径直把刘安 的话拿过来作为 自 己 的观点 。 刘安评说 《离骚 》 明显

是用 《诗三百 》 的诗教话语在说诗 ： 《离骚 》 多写美人香草 ， 这等 同于 《 国

风 》 写男女爱情 ； 《离骚 》 写屈原的骚怨之情 ， 这同于 《小雅 》 写乱世愤怨之

情 。 《诗三百 》 之风言雅语依中和原则而行 ， 《离骚 》 亦复如是 ， 二者皆
“

好

色
”

却不失德 。

② 刘安如此依儒说赋 ， 无非要证明屈原其人其文本质上是符合

儒家诗教之中庸原则的 ， 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和正 当性 。 刘安何以要如此言说

屈原的 《离骚 》 ？ 我们认为 ， 这与刘安说赋的对象有关 。 刘安言说屈 原 《离

骚 》 ， 是对汉武帝说的 。 汉武帝希望实现中央集权 ， 以改变汉初分封制所带来

①班固撰 ： 《离骚序 》 ， 见黄灵庚 ， 《楚辞章句疏证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２ ００ ７ 年 ， 第 ２ ９ ６ ５ 页 。

② 在儒家的话语中 ， 最早把
“

好色
”

与道德联系起来的是孔子 。 孔子在 《论语 ？ 子罕 》 中说 ：

“

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。

”

刘安论 《离骚 》 的话 ， 根基在此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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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纷乱局面 ， 在思想文化上 ， 汉武帝讨厌黄老学说不做为的政治主张 ， 并因

此对儒家之外 的诸子思想也颇为不喜 。 先秦诸子中 ， 独有儒家讲君尊 臣卑 ，

符合汉武帝的想法 ， 故儒家深得武帝信任 。 汉武帝一掌权 ， 马上做的事情就

是同董仲舒一起为汉代创起经学 ， 提 出
“

罢黜百家 ， 独尊儒术
”

的 口 号 。 当

刘安 向武帝献上 自 己主编 的 《淮南子 》
一书后 ， 汉武帝进而要求刘安献进各

类儒家文章 ， 刘安即在后来献上的文章中评说 《离骚 》 。 按王逸的叙事 ，

“

至

于孝武帝 ， 恢廓道训 ， 使淮南王作 《离骚经章句 》 则大义粲然 。 后世雄俊 ，

莫不瞻写 ， 舒肆妙虑 ， 纘述其词
”？

。 王逸认为刘安 、 汉武帝 已视 《离骚 》 为
“

经
”

， 《离骚 》 的经学化至此完成 。 但是 ， 王逸的这一说法恐怕未必站得住

脚 。 因为 ， 《淮南子 》
一书写成并进献给武帝的时间是建元二年 ， 这一年正是

汉武帝着手创经学时代的年头 。 到建元五年 ， 经学之五经 尚在确立的过程之

中 ， 称五经之外的非儒家文本 《离骚 》 为
“

经
”

， 就缺乏依据 。 刘安依儒家诗

教论说 《离骚 》 ， 不是
“

依经论经
”

， 甚至不是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而是
“

依儒说

赋
”

。

“

依儒说赋
”

是将 《离骚 》 儒家化的过程 ， 儒家化与经学化在表象上虽

有共通之处 ， 但在本质上却完全不同 。

在王逸的叙事里 ， 是刘安得汉武帝之命作 《离骚经章句 》 的 ， 但汉武帝

何以要命刘安做这样的文章 ？ 我们认为 ， 背后的原因复杂而险恶 ， 所 以 ， 王

逸不愿或无法言明 。 对此 ， 我们做出两点推测 。

其一 ， 汉武帝是否出于文学的动机而令刘安作 《离骚经章句 》 ？ 刘安本来

先进献给汉武帝的是
“

杂家
”

之书 《淮南子 》 ， 汉武帝何以还要求刘安为 《离

骚 》 作传 ？ 我们当然可以推测是因为武帝也是伟大文学家 ， 毕竟美 国意象派

诗歌创始人庞德在看 了汉武帝写的 《秋风辞 》 之后 ， 称汉武帝为 中 国 中古时

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 。 这一推测可以让汉武帝命刘安评论 《离骚 》 这一要求

获得文学的动因 。 但是 ， 这与刘安用儒家诗教伦理来绳律 《离骚 》 是对不上

号的 。 刘安献上 《离骚传 》 时 ， 武帝喜 ， 这一态度说明刘安并不曾误读武帝

的动机 ， 所以 ， 汉武帝命刘安作 《离骚传 》 的动机不应当是文学的 。

其二 ， 如果汉武帝不是 因 为文学上对 《 离骚 》 的热爱而想看到 刘安 的

《离骚传 》 ， 那么 ， 我们不妨从政治权力话语较量的角度来揣度汉武帝要求刘

安写作的动机 。 刘安 向来是有谋反之心的 ， 汉武帝以此亦多有察觉 。 刘安未

反之时 ， 汉武帝与他的君臣关系微妙而复杂 。 武帝希望刘安能 回心转意 ， 最

终站到 自 己
一边 ， 同时又渴望强干弱枝 ， 实行中 央集权 ， 因此对

“

杂家
”

之

书 《淮南子 》 并不真正看好 ， 毕竟
“

杂家
”

之书于 中 央集权的建立并没有什

① 宋兴祖 ： 《楚辞补注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１ ９ ８ ３ 年 ， 第 ４ 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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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禆益 。 屈原 《离骚 》 处处写屈原作为 臣子对君王 的一片忠心 ， 很难说汉武

帝不是正看重 了这一点 。 加上武帝素喜儒家君尊 臣卑之说 ， 故而特别叫刘安

为 《离骚 》 作传 。 刘安在当时的语境里对武帝的政治意 图 自 然特别敏锐 ， 即

便不情愿 ， 也得做足表面文章 。 故其所写 ， 刻意用儒家诗教之说来框定屈原

其人其文 。 如此写成的 《离骚传 》 进献给武帝 ， 能得到武帝欢心是情理之中

的事 。 从历史的角度看 ， 这一推测是诸多推测 中最为可信的一种 。 而按照这

一推测 ， 我们可以判断 ： 汉代人
“

依经论赋
”

最初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是汉武

帝刘彻 ， 刘安是将武帝的设计实现出来的第一个人 。 如果这一判断能够成立 ，

我们就可以说汉代人的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由
“

依儒说赋
”

演化而来 ， 这一论说方

式之所以能成为汉代赋论 、 赋评的主要话语 ， 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经学 自 身的

冲动 ， 而是来 自王权与诸侯的权力较量 。 也就是说 ， 由 屈原代表的辞赋本身

是审美的 ， 但其进人汉代后 ， 就被儒家诗教话语占取 ， 被政治化了 。

第三个理 由是 ， 汉代论说赋文学的人如果是经学家 ， 那么他们会因对经

学的信仰而把经学视为世界的最高真理 ， 会认为世界的一切莫不归经学宰制 ，

他们会 自 觉地把赋文学强行纳人经学的框架 ， 让赋文学经学化 。 王逸就是其

中 的典型代表 ， 他说西汉的刘安 已经称 《离骚 》 为
“

经
”

， 应当是要为 自 己 的

说法建构一个历史传统 。 六朝刘勰 同 意王逸的说法 ， 说 ：

“

昔汉武爱 《骚 》 ，

而淮南作传 。 以为
‘

《 国风 》 好色而不淫 ， 《小雅 》 怨诽而不乱
’

若 《离骚 》

者 ， 可谓兼之 。

”① 解
“

经
”

者为
“

传
”

， 刘勰称淮南王所写 的文章为
“

传
”

，

也就是承认 《离骚 》 为
“

经
”

。

然而 ， 屈原所作的 《离骚 》 要成为经学经典 ， 首先得成为儒家文本 。 其

次 ， 它需要完成经学化。 在屈原其人其文刚刚得到汉代人关注之时 ， 要实现

这两点几首是不可能的 。

最大的一个困难就在于屈原与儒家的仁人君子颇为不 同 。 司 马迁对屈原

的评价是 ：

“

屈平正道直行 ， 竭忠尽智 以事其君 ， 谗人间之 ， 可谓穷矣 。

”

《离

骚 》 中屈原的人品则是
“

其志洁 ， 其行廉 。

… …其志洁 ， 故其称物芳 ； 其行

廉 ， 故死而不容 自疏
”

。 司马迁糅合道德批评和审美批评 ， 首先认为屈原是道

德的 ， 正因为如此 ， 屈原遭到 的不公正的对待才能得到人们 同情 的 ， 屈原用

赋文来抒发 自 己 的怨愤之情才是正 当 的 。 至于 《离骚 》 文本之中屈原道德的

善 ， 则成为审美意象创造的根据 。 司 马迁的上述批评 ， 虽然说不上是纯粹儒

学的批评 ， 但其先道德而后 审美 ， 尤其是说到 《 离骚 》 的语言特征时 ， 如

① 刘勰著 ， 范文澜注 ： 《文心雕龙注 》 ，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， １％ ２ 年 ， 第 ４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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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其文约 ， 其辞微 。

……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 ， 举类迩而见义远
”？

， 语言方式

显然来 自经学 ， 这说明他的批评总体上乃是经学式的批评 。 司马迁从这一角

度评论屈原其人其文的做法受到了班固的猛烈抨击 ：

淮 南王叙 《 离骚传 》 ，
以 《 国 风 》 好 色 而 不 淫 ， 《 小雅 〉〉 怨诽而 不乱 ，

若 《 离骚 》 者可谓兼之 。 蝉蛻浊秽之 中 ， 浮游尘埃之外 ， 皭然 泥而 不 滓 。

推此志 ， 虽 与 日 月 争光可也 。 斯论似过其 实 。
又说五子 以 失 家巷 ， 谓五

子胥也 。 及至笄 、 浇 、 少康 、
二姚 、 有娀佚女 ， 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 。

且君子道 穷 ， 命矣 。 故潜龙不 见是而 无 闷 ， 《 关雎 》 悯 周 道而 不 伤 ，

蘧瑗持可怀之智 ， 宁 武保如愚之性 ， 咸 以 全命避 害 ， 不 受此 患 。 故 《 大

雅 》 曰
：

“

既 明且哲 ，
以保其 身 。

”

斯为 贵也 。

今若屈原 ， 露才扬 己 ， 竞乎危 国群小之间 ，
以 离谗贼 。 然 责数怀王 ，

怨恶椒兰 ， 愁神苦思 ， 强 非 其人 ， 忿怼 不 容 ， 沈 江 而 死 。 亦贬洁狂狷 景

行之士 ， 多 称 昆仑冥婚 宓妃虚无之语 ， 皆 非 法度之政 ， 经 义所载 。 谓之

兼诗风雅而 与 日 月 争光 ， 过矣 。

然其文弘博丽雅 ， 为 辞赋 宗 。 后世莫 不斟酌其 英华 ， 则 象其形 容 ，

自 宋玉 、 唐勒 、 景差之后 ， 汉兴 ， 枚乘 、 司 马 相如 、 刘 向 、 扬雄 ， 骋极

文辞 ， 好而 悲之 ， 自 谓不能及也 。 虽 非 明 智之器 ， 可谓妙才 者也 。

②

班固的这些话 ， 同刘安 、 司 马迁的观点针锋相对 ， 认为屈原绝非儒家君

子 ， 而只是
“

贬洁狂狷景行之士
”

， 性情偏激而不 中庸 ， 在处世的智慧方面完

全不懂全命避害之道 ； 认为屈原的辞赋文章充满原始神话意象 ， 与经学之拒

绝怪力乱神说法不同 ， 其非理性的文学话语同儒家经学的理性话语根本不能

相提并论 。 班固认为 ， 屈原的辞赋文章为汉代人开启 的是经学之外的另一条

道路 ， 即辞赋文学之路 。 在这条文学审美的道路上 ，

“

弘博丽雅
”

的审美精神

是辞赋主要的力量所在 ， 是辞赋吸引后世文人的根本原因 。 辞赋文学 的这条

道路 ， 屈原是源头 ， 是宗主 ， 因此班 固认为 ， 从经学的角度认定屈原其人其

文不朽这一说法不能成立 。 言下之意 ， 屈原辞赋流传后世 ， 有赖于辞赋文学

自身的美的力量 。

以今天文艺学的眼光看 ， 班固 的意见当然要 比刘安 、 司马迁的观点正确 ，

而正因 为如此 ， 汉代像刘安 、 司 马迁 、 王逸这样 的人想将 《离骚 》 儒家化 、

经学化的努力是阻力重重 的 。 刘安 、 司 马迁无视辞赋文学不 同于儒家经学的

新特质 ， 坚持要
“

依儒说赋
”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只能说明 当时政治的力量是强大

①司马迁 ： 《史记 ？ 屈原贾生列传 》 。 中华书局 ， ２ ０ １ ３ 年 ， 第 ２ ９ ９ ４ 页 。

② 班固 ： 《离骚序 》 ， 见黄灵庚 ， 《楚辞章句疏证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２ ００７ 年 ， 第 ２ ９ ６ ４ ２ ９ ６ 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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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， 经学的思想惯性也是巨大的 。 当班固 已经说辞赋文学本质上不 同于经学

之后 ， 王逸还要正面驳斥 ：

且人 臣之义 ， 以 忠正 为 高 ， 以伏节 为 贤 。 故有危 言 以存 国 ， 没 身 以

存仁 ， 是以伍子胥不恨以 浮 江 ， 比干不悔于剖 心 。 然后 忠 立 而行成 ， 荣

显而名 著 。 若夫怀道 以迷 国 ， 详愚 而 言 ， 颠 则 不 能扶 ， 危 则 不 能安 ， 婉

娩以顺上 ， 逡巡 以避患 ， 虽 保黄書 ， 终寿 百年 ， 盖 志 士之所耻 ， 愚 夫之

所贱也 。

今若屈原 ， 禀忠 贞之质 ， 体清 洁之性 ， 直若砥 矢 ， 言若丹青 ， 进不

隐其谋 ， 退不顾其命 ， 俊彦之英也 。 而 班 固 谓之露才 扬 己
， 竞 于群 小之

间 ， 怨恨怀王 ，
讥刺椒 、 兰 ， 苟欲求进 ， 强 非 其人 ， 不 见容纳 ， 忿恙 自

沈 。 是亏其 高 明 ， 而损其清洁者也 。

①

王逸强调屈原有讽谏之言 ， 但正如孔子所说 ， 诗人讽谏而不失为大雅君

子 ， 且
“

屈原之词 ， 优游婉顺
”

， 完全符合经学诗教
“

主文而谲谏
”

的精神 ，

“

宁以其君不智之故 ， 欲提携其耳乎 ？ 而论者 以为露才扬 己 ， 怨刺其上 ， 强非

其人 ， 殆失厥中矣
”？

。 在王逸的 眼 中 ， 屈原直接是完全经学化的诗人 ， 在这

一点上 ， 王逸同提出
“

诗人之赋丽 以则
”

命题的扬雄形成 了完美 的呼应 。 王

逸为 了强调屈原作为经学诗人的本质 ， 更说屈原创作 《离骚 》 完全是在依经

立义 ：

“

夫 《离骚 》 之文 ， 依托五经 以立义焉 。

”③ 李大明细论王逸所举的例

子 ， 最后得出 的结论 ：

综上 ， 若一定要说 《 离骚 》 之文是
“

依托五经 以 立义
”

， 或 多 或 少可

以找 出 二者联 系 ， 但仅言
“

依托
”

， 是否 完全探得屈 原创作 《 离骚 》 时 的

用 心 ， 则要存疑 。 《 文心雕龙 ？ 辩骚 》 有云 ：

“

观其骨鲠所树 ， 肌肤所 附 ，

虽取银经意 ， 亦 自 铸造伟辞 。

”

这一议论 自 然要贴 当得 多 。

④

刘總认为屈原的创作总体上是取意的 ， 但在枝节上也有 自 己 的独创 。 这

一说法确实比王逸偏执经学的说法要宽容一点 ， 多少承认屈原与经学还是有

所不同的 。 但是 ， 刘勰的说法总体上肯定屈原
“

取镕经意
”

， 其内涵同于
“

经

学诗人
”

， 依然是经学对屈原的专横的 占取 。 屈原的辞赋创作意图在于抒发对

国家政治生活失序的怨愤 ， 在于揭示导致社会政治崩坏的原因 ， 在于对正常

秩序 、 正义尺度的寻求与建构 。 其创作首先是为了宣泄个人情感 。 也就是说 ，

①洪兴祖 ： 《楚辞补注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１ ９ ８ ３ 年 ， 第 ４ ８ 页 。

② 洪兴祖 ： 《楚辞补注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１ ９ ８ ３ 年 ， 第 ４ ９ 页 。

③ 洪兴祖 ： 《楚辞补注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１ ９ ８ ３ 年 ， 第 ４ ９ 页 。

④ 李大明 ： 《汉楚辞学史 》 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、 华龄出版社 ，
２００４ 年 ， 第 ３ ６ ３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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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离骚 》 在总体上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的公共话语 ， 它之所以在汉代感动 了一代

文人 ， 更在于它是一个个体之人抚摸其人生伤痛时发出 的私语 。 《离骚 》 首先

是屈原个人的人生苦难史 ， 其次才是楚国 的兴亡史 。 正是 因为 《离骚 》 所写

到的政治生活是 由屈原个人承担的 ， 《离骚 》 才从根本上是文学的抒情长诗 ，

而不是经学用于政治讽谏的工具 。 总之 ， 我们认为 ， 《离骚 》 在取意与造形两

方面 ， 都是文学创作 ， 与明道 、 征圣 、 宗经那种经学式的政治 、 道德工具打

造有着本质的差异 。

从辞赋本身来讲 ， 自 屈原到汉代人的辞赋文本都是十足的文学文本 ， 它

们的形式是文学 的 ， 它们 的创作是主体在场 的—— 《离骚 》 署名 屈 原 ， 而

《诗经 》 则没有作者的署名 ；
《离骚 》 、 汉赋的创作历程是见诸文献的 ， 而 《诗

经 》 文本的创作历程则少有记载 ； 辞赋是文学家针对人生的苦难而吟出 的私

语 ， 而 《诗经 》 则 只有接受主体 、 阐释主体和工具主体活动 ， 是公共性的 、

工具性的 ， 不与创作诗歌的现实个体之人发生关系 ； 辞赋从屈原起就 自 觉地 、

强烈地携带着审美意义 ， 《诗经 》 在经学的阐释话语里则整体地向政治和道德

而生 。 辞赋与经学因此是完全不 同的两种东西 。 既然如此 ， 汉代有些人还热

衷于把 《离骚 》 定性为经学经典 ， 其动机才让我们不得不深思 。

依前文所述 ， 汉代人最初选择用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原因是汉代人还没有时间

产生出可以言说辞赋的新的话语 。 那么 ， 我们在此就看到 了汉代文论和文学

批评领域中的一种倒置现象 ： 汉代人把 自 己本来的历史无奈当作了历史的真

理 ， 把起初历史的窘困当成 了历史必须永远地继续下去的康庄大道 。

王逸认为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汉武帝 ， 把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路

强行让淮南王去走的人也是汉武帝 。 但是 ， 正如我们所说的 ， 汉武帝在建元

二年还在设法让各方能真正走上尊崇儒家的道路 ， 经学尚未完全创起 ， 所 以

汉武帝的 旨意应该是让淮南王刘安
“

依儒说赋
”

。

“

依儒说赋
”

虽与
“

依经论赋
”

有关系 ， 但绝不能等 同 。 经学创起之前
“

依儒说赋
”

的
“

儒
”

， 不过是诸子语境 中 的子学 ， 是诸子之一 ， 在政治上相

对其他诸子思想并不具有优势 。

“

经学
”

确实是 由 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 ， 但

是 ， 它在汉代已经达成同王权的共谋 ， 已经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 ， 王权取消

了经学之外诸子之学的存在 ， 只给予经学存在 、 活跃的特权 。 经学一方面被

纳入汉代的政治制度之中 ， 另一方面成为一代人的信仰而显现于人的全部现

实生活中 。

司 马迁沿用刘安的话来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其动机 当然 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利

益 ， 毕竟司马迁并未陷人刘安所处的政治危机 。 司 马迁
“

依经论赋
”

应 当与

他 自 己 的文化兴趣 、 思想信仰有关 。 古人认为 ， 司 马迁这个人在文化上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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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先黄老而后六经
”

的 。 西汉时期 ， 汉武帝掌权之前 ， 统治者崇尚 的是黄老学

说 ， 此时司马迁重黄老甚于重六经 ， 说明他的思想与 国家意识形态是合拍 的 。

但是 ， 司马迁是经学时代创始人董仲舒的学生 ， 他在掌握经学之后开始看重

六经 。 司马迁以重视六经之心 ， 取刘安
“

依儒说赋
”

的话语论 《离骚 》 ， 表面

上看是对刘安的亦步亦趋 ， 其实 内 容 已经有本质不 同 。 刘安 的
“

依儒说赋
”

在司马迁那里已经质变成
“

依经论赋
”

。 司 马迁用刘安 的原话来践行 自 己 的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或许是因为经学从儒学蜕变而生 ， 经学继承 了先秦儒学的全部

话语 ， 这使得
“

依儒说赋
”

和
“

依经论赋
”

可 以使用完全相 同 的能指符号 。

不了解儒学与经学在历史上的这一相互关系 ， 我们就无法找 出刘安和司 马迁

言说辞赋的本质区别 。 司 马迁 因信仰六经而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这是他 自 主的选

择 ， 不像刘安
“

依儒说赋
”

是 因为政治上的被动 。 也就是说 ， 汉代真正开创
“

依经论赋
”

话语模式的是司马迁 ， 而不是刘安 。

司马迁
“

依经论赋
”

主要来 自其作为经学家 自 身的言说冲动 。 不过 ， 必

须说明的是 ， 他的言说话语披着史学的外衣 ， 毕竟 ， 司 马迁总是 以史家的 自

觉意识和历史话语来作赋论和赋评的 。 由 于司 马迁
“

依经论赋
”

发生在汉代

赋论 、 赋评产生的早期 ， 所 以 ， 他的经学话语方式对整个汉代的赋文学言说

影响十分巨大 。

司马迁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不只依托 《诗经 》 ， 而是依托整个经学 。 他在评论

大赋作家司马相如时说 ：

太史公曰
： 《春秋 》 推见至隐 ， 《 易 》 本隐之以 显 ， 《 大雅 》 言王公大

人而德逮黎庶 ， 《 小雅 》 识 小 己之得失 ， 其流及上 。 所 以 言 虽 外殊 ， 其德

合一 也 。 相 如 多 虚 辞 滥说 ， 然 其要 归 引 之 节 俭 ，
此 与 《 诗 》 之风谏

何异 ？
？

司马迁的这段话表明 ， 他是依 《春秋 》 《易 》 及 《诗 》 之 《大雅 》 《小雅 》

来论说赋文学的 ， 而这几个文本几乎就是汉代经学赖 以生成的全部 。 汉代经

学尚五经 ， 即 《诗 》 《书 》 《礼 》 《易 》 《春秋 》 。 司马迁最终以 《诗 》 为尺度评

价司马相如的赋 ， 强调司马相如的赋在语言形式上
“

多虚辞滥说
”

， 但其赋主

要内容和 旨趣还是
“

讽谏
”

， 这一点是符合 《诗 》 的基本精神 的 ， 因此司 马相

如的赋文学创作成就值得肯定 。 司马迁就这样通过他的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将汉代

赋文学阐释为经学的新内容 。

《诗 》 代表的是儒家诗教义理 ， 诗教在政治上 向来强调诗歌必须把臣子对

① 司马迁 ： 《史记 ？ 司马相如列传 》 ， 中华书局 ， ２０ １ ３ 年 ， 第 ３ ６ ９ ８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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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王的讽谏放在首位 ， 所谓
“

上 以风化下 ， 下 以风刺上 ， 主文而谲谏 。 言之

者无罪 ， 闻之者足以戒
”？

。 经学诗教认为一首诗有讽谏 ， 才有价值 ， 没有讽

谏的诗是没有存在意义 的 。 讽谏 ， 是评判诗歌社会功用和价值的主要尺度 ，

这一尺度是政治的 ， 而不是文学的 。 司马迁用 《诗 》 的讽谏尺度评价司马相

如的赋文学成就 ， 反而表明汉代人 已经注意到司 马相如 的赋文学创作是以审

美为本位的 ， 是与儒家的诗教要求相悖的 。 司马相如的赋那样的富于想象力 ，

语言是那样的繁复 、 华丽 ， 让汉代人无法接受 ， 因为 《诗 》 所提倡 的语言简

约 、 文质相符才是正理 。 司 马迁于是站 出来为司马相如辩解 ， 用经学的义理

为司马相如赋争取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， 用司马相如赋作之核心在于讽谏 ，

驳回 了某些经学家士对司马相如赋作 的否定 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 ， 汉代人对赋

文学价值的否定和肯定都必以经学诗教为根据 ， 因此汉代人的赋论不是文学

的赋论 ， 而是经学的赋论 。 经学的赋论 ， 乃是经学文论在汉代的新形态 。 同

时 ， 我们在此也可 以看到 ， 汉代人对赋文学进行价值评估时 ， 内心是颇为矛

盾的 。

一方面 ， 置于他们面前的赋文学本身的确与他们熟悉的 《诗 》 太不同 ，

而且 ， 他们对这种本质的不同是有感觉的 ； 另一方面 ， 他们又会觉得 ， 自 己

喜欢赋文学这件事伤害了他们对诗教的信仰 。 如何能做到既喜欢新兴的 以文

学为本位的赋文学 ， 而又不违背 自 己对经学的坚守 ， 成为汉代文人普遍面对

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。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赋作的言说 ， 就是他给出 的答案 。

司马迁依照经学诗教而肯定司 马相如赋作的价值 ， 当然 比简单否定司 马相如

赋作的价值要好得多 。 文学走 向审美 自 觉 ，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。 否定司

马相如的赋作 ， 从根本上讲 ， 是否定文学的历史发展趋势 ， 这样的观点注定

会被边缘化并最终消亡 。

经学说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中和 。 孔子评价 《关雎 》

“

乐而不淫 ， 哀而

不伤
”？

， 运用的就是中和这一尺度 。 中和是对诗歌抒发情感之程度 的道德规

约 、 边界划定 ， 要求诗歌对哀乐之情的抒发不能走 向极端 。 中 和在先秦只是

儒家的诗教原则 ， 但在经学时代 ， 却成 了经学的诗教原则 。 司 马迁说屈原的

《离骚 》 是由愤怨所生 ， 《离骚 》 是否符合经学诗教的 中 和原则就成 了一个问

题 。 司马迁沿用刘安的话 ， 就是要告诉大家 ， 《离骚 》 虽然是抒发骚怨之情 ，

但仍然符合经学诗教中和原则的 ：

“

离骚
”

者 ， 犹
“

离 忧
”

也 。 夫 天者 ，
人之始也

；
父母者 ，

人之本

也 。
人穷则反本 。 故 劳苦倦极 ， 未尝 不 呼天也 ；

疾 痛惨怛 ， 未 尝 不 呼 父

①《毛诗序 》 ， 见阮元亥 ｌ

ｊ
， 《十三经注疏 ？ 毛诗正义 》 ，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， １ ９ ９ ９ 年 ， 第 １ ３ 页 。

② 朱嘉 ： 《四书章句集注 》 ， 中华书局出版 ，
１ ９ ８ ３ 年 ， 第 ６ ６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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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也 。 屈平正道直行 ， 竭 忠尽智 以 事其君 ， 谗人 间之 ， 可谓 穷矣 。 信 而

见疑 ， 忠 而被谤 ， 能无怨乎 ？ 屈平之作 《 离骚 》 ， 盖 自 怨 生矣 。

？

在司马迁看来 ， 屈原转化为创作 冲动 的生活之怨是正 当的 。 屈原那么正

直 ， 那么忠君 ， 其人格那么符合经学对君子的要求 ， 却受到小人诽谤 ， 屈原

由此生怨 ， 乃在情理之中 。 屈原将这种生活之怨转化为创作 《离骚 》 的 冲动 ，

司马迁认为属于
“

《小雅 》 怨诽而不乱
”

的范围 。 《离骚 》 多写美人香草 ， 此

是屈原赋文学创作
“

好色
”

的特征 ， 但司 马迁认为 《离骚 》 赋文显现 出来的
“

好色
”

都没有过度 ， 而是守着 中 和的尺度 ， 因此是 《离骚 》 世界中健康的风

景 。 这里 ， 司 马迁所理解的 中和 以及他关于 《离骚 》 符合中 和原则 的观点是

否得到其他经学家的认可并不重要 ， 重要的是司马迁是用经学诗教的 中和法

则来评判赋文学文本的 。 这就说明 ， 司马迁的确是在 自觉地
“

依经论赋
”

。

在中 国文学理论史上 ， 司 马迁 的发愤著书非常有 名 。 在讲发愤著书时 ，

司马迁说 ：

“

屈原放逐 ， 著 《离骚 》 。

”② “

愤
”

与 《屈原传 》 里所说的
“

《小雅 》

怨诽而不乱
”

的
“

怨
”

， 应是同一种情感之不同说法 。 用
“

怨诽而不乱
”

来论

赋 ， 不管是在 《屈 原传 》 里 ， 还 是在 《 太史公 自 序 》 里 ， 都是在
“

依经论

赋
， ，

。

司马迁在讲 《 离骚 》 之
“

怨
”

时 ， 运用 了
“

人穷反本
”

这一经学思想 。

司马迁认为 ， 《离骚 》 这一标题命名 的是作家在创作之际悲愤到极点 的情感 ，

此情感最初产生于赋家作为人生存在世的
“

穷
”

。 屈原作为政治主体在世时 ，

因为人品正直高洁而不见容于君王及其左右 ， 进而被谗毁 、 被疏远 。 这一绝

望处境之
“

穷
”

是屈原心 中 的大痛 ， 且这痛驱迫屈原写作赋文 ， 完成 自 己从

现实人生 中 的政治主体向赋文学作者的身份转换 ， 驱迫赋家屈原在赋文 中 向

天和父母呼告 。 司 马迁认为此呼告起于人的本能 ， 这个本能就是
“

人穷则反

本
”

。

“

穷
”

到极端的人唯有返 回到 自 己生命的母体那里 ， 他的诉求才可能是

有效的诉求 ， 才可能得到抚慰 。

“

天
”

和
“

父母
”

是人生命之本源 、 故乡 、 最

终的庇护所 。 赋家 出于拯救 自 己现实人生 的本能 向它们呼告 ， 并不过激 。 赋

家在赋文学文本中的如此呼告依然 自守于
“

怨诽而不乱
”

的经学尺度之内 。

司马迁
“

人穷反本
”

思想多多少少受到 了其师董仲舒的影响 。 董仲舒讲

天人感应 ， 认为人世有善恶 ， 天 即相应有奖惩 ， 正义法则在于天 ， 而不在于

人 。 在
“

三礼
”

和 《易传 》 中 ，

“

天
”

和
“

父母
”

向来被理解为具有 同一性 ，

即它们都是人生命的本源 。 天生万物 ， 其 中有人 ； 人以形相生 ， 父母因而是

①司马迁 ： 《 史记 ？ 屈原贾生列传 》 ， 中华书局出版 ， ２０ １ ３ 年 ， 第 ２ ９ ９ ４ 页 。

② 司马迁 ： 《 史记 ？ 太史公 自 序 》 ， 中华书局出版 ， ２ ０ １ ３ 年 ， 第 ３ ９ ７ ８ 页 。



１００ 中外文化与文论 （ ４ ２ ）

生命之源 。 正是这种
“

父母
”

与
“

天
’ ’

的 同
一性导致了赋家对二者 同时有所

诉求 。 司马迁
“

人穷反本
”

的赋学思想肯定 了文学主体
“

穷
”

到极致时生 出

的
“

怨
”

， 但显然司马迁并不认为屈原因此走上 了狂狷之路 。 他用
“

人穷反

本
”

思想论 《离骚 》 之
“

怨
”

， 仍然是在
“

依经论赋
”

。

司马迁对中和诗教原则 、

“

人穷反本
”

思想的理解和阐释见证了他对经学

的坚守 ， 但是 ， 司马迁与纯粹的经学家还是有所不同 的 ， 他坚守的经学文学

思想一直受到几个方面的扰动 。 其一 ， 受到他的历史家身份的扰动 。 其二 ，

受到他作为文学家身份的扰动 。 司 马迁的历史书写是文学式的书写 ， 其历史

书写 中人的两种身份同时在场 。 文学家的身份让司马迁重书写本身甚于重经

学义理 ， 重文学价值甚于重经学价值 ， 亦让司 马迁在使用
“

中 和
”

这一经学

诗教原则时 ， 隐隐有突破
“

中和
”

的经学边界而尽情书写的 冲动 。 其三 ， 受

到屈原和汉代赋家之辞赋的文学力量的扰动 。 屈原的 《离骚 》 里 ， 主人公呼

告之激烈 、 悲愤之极致 ， 就是文本强大的文学力量 。 司马相如赋文学文本的
“

虚辞滥说
”

， 其实是充盈的文学虚构与想象 。 这些文学力量让司 马迁情不 自

禁地滑向文学的一边 。

总之 ，

一方面 ， 司马迁的赋论 、 赋评是在
“

依经论赋
”

， 他所使用 的范

畴 、 命题、 价值观等 ， 都是对经学文学理论和思想的搬用 。 当他使用经学文

论话语评论辞赋之时 ， 赋文学之诸问题还没有被提出 ， 自 然也说不上有随之

而来的各种独立的文论范畴 。 司 马迁的赋论因此在总体上是经学文论在赋文

学领域里的运用 ， 其理论是经学文论的一种新的形态 ， 其新颖之处在于应对

的不再是礼乐 ， 而是辞赋文学这一新的现象 。 另一面 ， 司马迁的赋论在客观

上又 已经明显逸出 了经学文学思想 的藩篱 ， 有 了文学赋论的萌芽 ， 把
“

诗可

以怨
”

说成是发愤作诗 ， 有越 出 中 和之尺度 的意思 。 在 司 马迁
“

依经论赋
”

的赋论 、 赋评里 ， 存在着明显的经学与文学二极 ， 其显示 ， 司 马迁赋论 、 赋

评的核心思想已经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中 ， 其赋论 、 赋评充满经学与文学之间 、

新旧时代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学之间紧张的张力 ， 具有未定型思想特有的混沌 、

摇摆和 自 由特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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